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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抗日战争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影响 

彭星霖1 潘 询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抗战时期，随着内迁，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抗日战争对重庆人文精

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打破了重庆固有的文化，使重庆人文精神吸收了新鲜的血液，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繁荣了抗战文化并实现了文艺大众化，重庆人文精神还具有开放、团结、民主、坚韧等特点，抗战还孕育了红岩精

神，重庆的这种人文精神为后来乃至今天重庆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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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

中心。重庆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影响了重庆人文精神，打破了重庆传统的文化，使重庆人文精神具有了新的特点。目前对重

庆文化研究得很多，但对重庆人文精神进行专题研究的极少，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内涵还处于探讨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的传统人文精神 

(一)关于“人文精神”的界定 

对人文精神的认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研究和讨论人文精神的高潮。第一次是 1923年

“科学和玄学的论战”中，涉及到人文问题的讨论;第二次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大讨论。80 年代以来研究

“人文精神”的文章，以 1994年为分水岭，这之前的研究为数不多，1994年文章猛增，至少有 67篇，以后除 1997年比前一年

减少了十几篇文章外，都是逐年增长。 

“人文精神”一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在《辞海》及相关工具书中都找不到对“人文精神”的精确解释、但“人文精神”

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觉中。我们这里认为“人文精神”是指由于长期自然历史地理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区域性文化

的典型特征，人们具有典型区域特征的文化心理与精神特征。 

(二)重庆传统的人文精神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是从一个码头发展起来的城市，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冬暖春早，夏热秋雨，秋冬多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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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春三季日照少、多阴天，群山环绕，交通不便，以水路为主，基本没有像样的公路，多羊肠小道，上个山都要爬半天，

是有名的雾都、火炉、山城。恶劣的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重庆的发展。生产主要自给自足，与外界经济往来、文化交流

都相对较少，距离首都又较远，信息不灵，用人马传递信件，几乎没有其他通信工具。 

重庆虽是川东重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放眼全国，它长期处于相对封闭落后的状态，在宋朝还是官员们受贬流放之

地。“蜀不变服，巴不化俗”
[1]
，经过秦汉数百年变易教化，仍不能改变巴蜀之人的服饰和习俗，可见巴蜀之地与巴蜀之人的封

闭性。长期以来重庆人已经习惯了以家庭、宗族、自身利益为重，他们深居内陆，外来侵略、外部战争都很难打到重庆。人们

受外来干扰少，对渝以外的整个社会、国家、全民族考虑很少、也不敏感、长此以往、重庆人形成了浓厚的盆地意识、山城意

识。 

重庆人历来文化素养薄弱。战前只有重庆大学和省立教育学院两所高校，文盲居多。文化素养不高也与“湖广填四川”时

迁来很多贫苦农民有关。重庆人少旧文化旧观念束缚，少儒佛礼仪而多巫风蛮气，这是由重庆历史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通孔

道、居住交接地带，是盆地与山地交接地带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 

重庆多战乱。古代如宋朝的张余、赵捻与赵王朝的战争;南宋末年以钓鱼城为基地与元朝的战争;清朝的白莲教起义等。尤

其到民国成立以来军阀混战是四川、重庆政局的显著特点。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战争中，四川开始形成新旧军阀割据、混战

的局面。兵匪交织，战火燃遍全省。1933年末”二刘之战”(刘文辉、刘湘叔侄争霸)是最大的一次，双方兵力 30万。刘文辉败

退西康，刘湘统一了四川。十几年间，大小战争 400 多次，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局面下，重庆经济发展非常艰难。

1933 年统计，在上海等全国 12个工业城市的工厂总数和工人总数中，重庆只占 4%和 3%。而且重庆以小手工业、轻纺工业为主，

很少有大的企业。直到 1938年刘湘病势，四川地方势力被分化，为国民党中央势力所控制，实现了“中央化”。 

另外，重庆人还有浓厚的尚武倾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重庆人顽强的品格和耐劳的精神，夏天的酷热高温又使重庆人

性格多火暴刚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庆人又在明清以来形成了重商的重要倾向，可以说，重庆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移

民性的一般特征。 

二、抗日战争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影响 

1937 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0 月，蒋介

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次年 10月武汉沦陷前后，国民党军

事统帅部及主要行政机关和人员迁至重庆。同时，全国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内迁，这次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空前的生产力由东向西的大转移，重庆由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外交的中心、由川东的一座普通城市变成一座国际名城。抗日战争打破了重庆传统的文化，给重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重庆

人文精神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遭受外来侵略，就是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它对重庆人震动很大，侵犯了重庆人的切身利益，使其

家破人亡，民不聊生，使山城人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山城人认识到只有中华民族强盛，不受外来侵略，才有重庆的安宁，

没有大中华就没有小重庆。原来认为重庆深居内陆，不可能遭受外来侵略已成过去，日本的飞机把重庆人炸醒了，它激发了重

庆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纷纷反抗日本的侵略，这种民族意识的增强是其人文精神极其显著的特点。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

重庆毅然倔强地挺立着。重庆不仅代表了国民党的声音，是正面战场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场的指挥中心，是国民政府所

在地，也代表了共产党的声音，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在重庆实际上就代表了中共党中央，代表了延安。重庆特殊

的地位，使重庆在抗战中发挥了其他城市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3 

重庆人民承担的历史责任，从地区性、局部性上升到全局性、全国性。重庆人不再也不可能闭关自守，而是肩负起为中华

民族、为反法西斯而战的历史使命。人们认识到先有国，才有家，才有宗族，才有地方利益。重庆人民以把整个民族的利益放

在首位的气概、无私的奉献精神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重庆人民的抗战，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战。蒋介石在《告全

体将士书》中明确表示，“现在我们要全国一致奋起，誓死抗击日本的侵略。”
[2]
国民政府不仅在大后方重庆运筹帷幄，在国民党

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指挥了无数场正面战场，如南昌会战、枣宜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还领导重庆人民在重庆本土展开

了坚决的反空袭斗争，建立了自己的空军、飞虎队、高射炮兵，建立了防空洞等防空机构，还实行防空贩济。 

南方局高举抗战大旗，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人士积极抗日，为抗战、为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尤其是由于内迁，重庆汇聚了全国大批文化精英，他们纷纷以笔为武器，鼓动广大民众抗日，并把日本的侵华罪行向全世界广

而告之，使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文化人在重庆创建了许多文化文艺组织和团体，如第三厅、南方局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剧艺社、重庆市文化界救

亡协会等。在南方局的影响下，文化人在重庆创作和发展抗战文艺，上演抗战戏剧，放映抗战电影，演唱抗战歌曲，宣扬抗战

文化。他们热血沸腾，“我们庆幸这次伟大的抗战，使娱乐变成了教育，使闲散悠逸变成了勇敢进取，现在流传在国内的戏剧同

电影都是慷慨激昂的抗战故事，我们再也不要看那些风花雪月浅薄无聊的作品了。”
[3]
他们用心宣誓，“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

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暴，去‘消灭’

侵略者的灵魂„„”
[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发出最后的吼声，重庆人民的救

亡运动在这悲壮慷慨的歌声鼓荡中蓬勃发展。 

文化人还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罪行。文协直接把战地的消息“向国际作家宣布”
[5]
。重庆电影如《中国反攻》、《东战场》、

《长沙三次大捷》、《重庆一日》也先后进入美国影坛，《八百壮士》在法国、瑞士演出后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极受称赞。日本的

罪行越来越为全世界人知晓，更引起日本对重庆、对文人的仇恨，对重庆实施频繁地轰炸，欲灭之而后快。 

在抗战文艺的感召下，重庆人民面对日机的轰炸斗志不衰，坚持生产，支援前线，保证了前方军需和民用。1945 年 10 月，

《新华日报》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

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 302.5 万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 300 万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

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 8000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

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 

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其中当然包括了重庆人

民和革命者血汗的贡献;而在兵工生产、工业生产以及捐献方面，重庆则占了首位。重庆各兵工厂的广大员工“刻苦耐劳、努力

生产、务期抗战资源得以供应不匮、民生需要得以取给裕如”
[6]
，他们“求一时一刻不耽误出品，使歼敌之武器供应无缺，予敌

重创”
[7]
。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为例，如果以 1941 年该会开工生产时的指数为 100，那么一年之后就增加到 457，到 1943 年则

高达 846
[8]
，极大地支援了前线。 

重庆坚决抗日，影响广泛，作用巨大，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这给日本灭我中华之野心予

以沉重打击，日本更加仇恨重庆，对重庆实施空中打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重庆大轰炸。 

(二)抗战文化的繁荣和文艺的大众化 

战时可谓精英聚渝、百花争艳，重庆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时汇集大批优秀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剧作家、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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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音乐家和舞蹈家，他们的创作繁荣了抗战文化。 

重庆上演了无数场抗战话剧，如《塞上风云》、《法西斯细菌》、《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东北的一角》、《凤凰城》、

《小英雄》等数不胜数。《塞上风云》的主题歌第一句唱道:“起来!蒙汉族青年们!我们是朋友兄弟”，表现了各民族共同抗日的

主题，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塞上风云”扫荡了后方的乌烟瘴气!《法西斯细菌》中的主人公、留学日本的细菌

学者俞实夫，开始只研究科学不过问政治，当他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后，认识到科学与法西斯主义是势不两立的，愤然与

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放下你的鞭子》中，当香姐被人用鞭子抽打而痛苦地倒在地上时，一青年工人愤怒地喊道:“放下你的

鞭子”，“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当时话剧对日寇暴行的揭露、对军民抗战士气的鼓舞举不胜举。 

上演的抗战电影有:《八百壮士》、《好丈夫》、《华北是我们的》、《孤岛天堂》、《中华儿女》、《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八百

壮士》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中国军队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的动人事

迹编写，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好丈夫》是宣传兵役的，发动和训练农民奔赴前线抗日。 

抗战小说、诗歌、历史学等也取得很大成就。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有巴金的《火》、《还魂草》，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历史

研究成果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代表性的诗歌有减克家的长诗《古树的花朵》、诗集《泥

土的歌》等。 

另外，外国人，如英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何登夫人，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等也在渝创作抗战诗歌。被誉为“走

在火焰上的女人”的绿川英子写了《失掉的两个苹果》:“我，我们/应该夺回被夺走的一切，„„只有从激烈战斗的熔炉中，/

我们才能把它们夺回。”这些对鼓舞军民的抗战士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救亡”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主旋律。为了发动民众抗战，必须实现文艺大众化。 

早在五四时期新文艺就朝着“大众化”的方向走着，白话文运动是其起点，但真正使文艺“大众化”成为事实是在抗战时

期。战争迫使文人走向民间，承担起发动民众抗战的神圣使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

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9]
。“文章下乡”成为一种趋势。 

文人纷纷走向基层，深入民间，不仅采用民间的艺术形式，如大鼓词、楚剧等;在表达方式上也力求通俗化，采用“‘为中

国老百姓所乐见喜闻’的手法与技巧”
[10]
。《放下你的鞭子》搬到街头广场去演，主人公香姐又是踢腿，又是劈叉，一会儿又下

腰、翻跟头，这些形式在民众看来都是很熟悉的。《火》、《还魂草》、《四世同堂》、《甲申三百年祭》等抗战文艺无不是用的白话

文，通俗易懂。电影也是根据“大众的思想，环境，劳作，习俗以及社会背景”制作，符合“大众的欣赏水准”
[11]
。《好丈夫》

作为一部农村宣传影片，选取的都是描写农民的题材和适合文化水准低落的农民的导演手法。 

(三)大度宽容、兼收并蓄 

战时重庆不仅聚集着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潜入重庆外省人即“下江人”，而且，美、苏等 30 多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在重庆

都设有使馆，有 40多个国家在重庆建有外交关系。重庆还成立有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

国分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等，有 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如中苏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等。 

据 1943年 10月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战时常驻在重庆的外国人员就有 1129人。此外，各国使者来渝，世界知名人士

来渝等也不计其数。这些外来人不乏精英人士，他们给重庆本土人带来了外面精彩的世界，重庆人变得思想活跃，不再局限于

地方的小圈子，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容忍他人，容忍不同的意见，有什么就讲什么，显得很大度。抗战彻底打破了重庆历来的

封闭性。如果说 1891年的开埠是重庆首次被迫开放期，那么战时就是重庆的第二次被迫开放。而目前重庆正面临着第三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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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舟共济、团结协作 

重庆是国共合作和整个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国家危难中，充分表现了操心虑患、同舟共济的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旗帜下，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赴国难。虽然也有摩擦和斗争，但国共合作始终没有破裂。南方局最

大限度地团结了国民党、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中间人士。在民族危亡关头，重庆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家团结一致，把矛头指

向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是很少见的。蒋介石也曾说过，“敌人已没有灭亡我国的力量，最怕是我们自

己灭亡!”
[12]
团结就是力量，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迫使日寇最终在投降协议上签字。 

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工会’，，团结了一大批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电影艺术家、美术

家、音乐家、教育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如阳翰笙、沈雁冰、杜国库、沈志远、谢仁钊、田汉、洪深、剪伯赞等，起着

重庆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文化工作者一致团结起来!”文坛上一扫过去分立的

现象，迅速打破原有的文化派别的对立局面，组成一系列抗日文化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

会重庆分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 

普通民众也空前团结。“每次空袭后，总能看见一些人牵着失去父母的孤雏，像一头柔和的小羔羊，带回家里去爱抚。还有

一些人，扶着老变慢慢地走进救济处。”“偏巷小街，电线有未及修复着，家家门口点有‘太平灯’，便利行人。”德国友人王安

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在这里生活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

同样战时的生活，彼此互助互爱，这是平日难以想象的。”日机的轰炸“起了使中国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作用，它比千次政治

议论更有效地防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细微的隙缝所能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分裂。”
[13]
重庆人民不仅搞好内部团结，还对人生

地不熟的“下江人”给予帮助，让他们安心工作，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五)热切的民主主义追求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
[14]
只有坚持民主，才能争

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民主党派如民盟、民革中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建、九三等大都诞生于重庆。全面抗战爆发后，活跃在抗日救

亡舞台上的许多民主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等纷纷迁来重庆。重庆民主力量范围很广泛。这些

民主人士多数长期留学国外，他们羡慕并希望在中国也实现资产阶级式的民主。 

他们不仅积极向民众鼓吹民主，还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于 1939 年秋、1940年 9月先后两次发动了民主宪政运动，使重庆

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建设的小气候，成为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也与此不无关系。 

(六)愈炸愈坚、坚韧不屈 

日本的轰炸使本来就顽强的重庆人越发坚韧。“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

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这首民谣典型地说明了重

庆人愈炸愈坚的精神。“轰炸后，贫苦的人民，眼见薄薄的家私被敌人毁坏了，并不表示悲哀，反而报之以苦笑，说一声:‘有

什么?重新来过!’这就是民族的精神，抗战的意志。这不是轰炸可以消灭的!”“没有哭啼，没有叫骂。„„偶尔有声高叫，是

服务队‘快步走’，偶尔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无克征服

的心足以打碎最大的侵略的暴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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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需要烈火来炼。重庆人民钢铁般的斗志在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经受住了考验。 

(七)抗战孕育了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在南方局领导的抗战中形成的。共产党不但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要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反共作

斗争。“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

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6] 

三、战时重庆人文精神对重庆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内迁打开了重庆人文的新局面，民族危亡时刻，重庆人民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促使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成熟和完善、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解放作出巨大贡献。为了救国救民，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怕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重庆人的思想面貌较之战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素养有了较大的提高，大学林立，有高校十多所，中小学不计其

数;重庆重工业城市格局的形成、汽车工业的雄起也得益于战时内迁的国防厂矿企业，长安、羚木、福特、嘉陵、江陵、望江等

汽车厂都是当时国防工业的要害;重庆的交通四通八达，水陆空通往全国各地;与外界文化交流、经济往来越来越多，并于 2005

年 10月成功举办了第五届亚太市长峰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向国外招商引资。 

重庆今天能够紧跟改革开放的大潮并成为第四个直辖市，与战时奠定的重庆人文基础是密不可分的。今天，重庆人民用自

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建设和谐重庆，辐射大西南，打入世界，描绘重庆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壮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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